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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倫理革命與儒家德性傳統

⊙ 高力克

 

一 儒學中的宗法倫理與德性價值

儒學的現代困境雖由晚清西方文明的衝擊所引發，但亦源於其價值系統的內在矛盾。先秦儒

學承續殷周禮樂文化而維新，其宗法倫理化的「人文的轉向」1迥異於軸心時代諸文明之倫理

宗教化的「超越的突破」2。孔子以仁釋禮，賦予古代宗法性的禮樂文明以普泛性的人文基

礎，儒學由此而形成道德人文主義價值體系。儒學之宗法人文化的進程，雖免去了基督教文

明所內涵的神人衝突，但亦未能如基督教那樣以普遍的神學信仰打破宗法制度的羈束。三代

遺傳的宗法制度毋寧是儒家文化的深厚社會基礎。誠如梁漱溟所言，中西文化以宗教為分水

嶺，周孔教化改良宗法文化，潤澤以禮文，提高其精神，中國遂漸以轉進於倫理社會，而家

族家庭生活乃延續於後。而基督教則使西方由家庭生活轉向團體生活3。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立

基於宗法制度，以血緣群體之氏族、宗族、家族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儒家倫理即以此宗法性

社會結構為基礎，由承襲周禮之以父權與君權為軸心的宗法封建倫理發展而來。因而，儒學

自始即蘊涵著人文主義與宗法封建兩重性。

儒學大致可分為以禮為基礎的倫理規範和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原則這兩個層面。在孔子仁體禮

用的儒學體系中，「仁」為人格完成的德性理想，「禮」則為涵養德性的倫理秩序，二者構

成了一個君子型的倫理道德體系。儒學這一寓仁於禮的倫理體系，自始即難免其人文性和宗

法性的內在緊張，它表現為仁學之人道原則與禮律之尊卑秩序的衝突。先秦儒學之人道與反

人道的張力，貫穿於其後兩千年儒學發展史中。隨著漢後儒學的制度化和意識形態化，儒家

禮教的宗法封建性倫理得以強化，逐漸演變為以三綱五倫為主軸的威權主義的封建倫理，儒

家仁學之人文性的君子理想和禮教之封建性的臣民倫理的緊張亦更趨深化。宋明理學進而將

禮教的尊卑等級秩序神聖化，其「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原則，集中彰顯了理學之反人道

的本質。至此，孔子「仁者愛人」的人道原則遂為反人道的「吃人的禮教」所扼殺。

晚清以降，以儒學為典範的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衝擊下深陷危機。中國文明回應西方現代性

的挑戰，經歷了一個由經濟政治層面之「適應」而文化價值層面之「認同」的過程4。儒學文

化所附麗的農業經濟、家族社會和專制政體，在西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的侵蝕

下漸次解體，儒教亦隨之陷入失墮的困境。儒教的危機，首先是其宗法封建性禮教倫理的危

機。現代化是一個由人格依附的臣民社會向自由平等的公民社會轉型的過程。儒家禮教之義

務本位、人格附從、等級尊卑的宗法封建倫理，與現代性公民倫理具有根本性的價值緊張。

戊戌以後，隨著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核心的侵蝕，儒教的危機日漸凸顯，中國進入思想文化

轉型的時代。



如前所述，支撐古典中國意義世界的儒家文化，其仁禮合一的價值結構內蘊著人文性和宗法

性的深刻緊張。因而，如何對待儒家傳統的宗法倫理和普泛德性，成為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

基本難題。戊戌以降，儒家倫理規範受到維新思潮的正面挑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

嚴復都對禮教核心的三綱之說進行批判。然而維新派的傳統批判大致保持在儒學改革的範式

之內，其對儒教基本上持棄禮存仁的文化改良主義方針。康有為對儒家「仁」的精神超越性

倫理與「禮」的社會約束性倫理臧否有別5。在其儒學宗教化計劃中，康氏主張對於兼賅人

神、包羅治教的儒學，應取資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凡聖兩立，政教分途，立孔教為國教，並改

革其禮律中不契於公民社會的宗族倫理6。而在其大同烏托邦中，「大同」則被歸為人類社會

超越據亂世「禮」之等級秩序的「仁」的最終實現7。譚嗣同在其《仁學》中，則以「平

等」、「大同」釋仁，而以禮教三綱五倫為過時的據亂世的禮法，並倡言「衝決倫常之網

羅」8。譚氏對名教綱常的激烈批判，開五四反傳統主義之先河。梁啟超則進而從倫理學層面

回應了儒學變革與接續的問題。他在《新民說》中主張，道德有本原和條理之分，道德之條

理雖與時變遷，而道德之本原則亙古不變。梁氏又以「倫理」與「道德」的分殊，闡釋其儒

學改革的主張。他認為，道德與倫理異，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因於時

勢而變遷，道德則具有普泛和永恆的價值。如要君和多妻之倫理固不宜於現代社會，但忠之

德和愛之德則通古今中西而為一。故中國傳統有缺弊而宜改革的，是其倫理而非其道德9。綜

而言之，維新時代思想家雖已向禮教綱倫提出正面挑戰，但其仍維護孔子的精神權威和儒家

仁學的德性價值。無論康有為之仁的宗教化和烏托邦化，譚嗣同之仁的民主化，還是梁啟超

之仁的德性化，其要旨皆在於改革制度化儒學之「禮」，從中剝離並開發德性儒學之「仁」

的有生命力的人文價值資源。

中國現代化對西方文明由適應而認同的過程，也是儒家文化趨於全面解體的過程。1905年的

廢除科舉和1911年的帝制傾覆，使儒學喪失了制度性基礎而漸次從教育和政治領域退出，而

陷入正統淪落的困境。新文化運動則鋒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權威和儒家倫理的價值秩序，儒學

的危機遂深入到倫理、道德和精神領域。被陳獨秀歸為「最後之覺悟」的民初倫理革命，實

則表徵著儒學的全面顛覆和孔子時代的終結。

二 顛覆宗法禮教的倫理革命

按照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的經典概括，現代化是一個由家族本位的「身份」社會向

個人本位的「契約」社會轉型的過程10。現代化的倫理轉型，則是一個由依附性的封建倫理

而契約性的公民倫理變遷的過程。馬克思將現代化歸結為由「人的依賴性」而「人的獨立

性」轉型過程11，並且將現代人概括為獨立的個人、利己的市民和法人化的公民12。在中西文

化激盪的新文化運動中，表徵西方現代市民社會倫理訴求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功利主

義，成為侵蝕和顛覆儒家倫理的外域思想資源。作為制度化儒學之骨幹的禮教，其以三綱之

說為核心的宗法封建性倫理規範，受到西方現代性的全面挑戰，而喪失了其倫理正當性。新

文化運動對孔教的批判，鋒芒直指其宗法主義家庭倫理、威權主義政治倫理和反商主義經濟

倫理。

中國古典社會立基於宗法家族制度，儒教家庭倫理是一種以孝悌為軸心的等級化人倫秩序。

這種以父權為中心的依附性家庭倫理，以血緣關係的溫情羅網束縛人的個性和自由，它表徵

著古代宗法社會之「人的依賴關係」的倫理異化。清末民初以來，隨著傳統家族制度的解



體，個人獨立漸成社會轉型的新趨勢。新文化運動批判儒教的一個重要主題，即以個人主義

批判禮教之宗法主義家族倫理。陳獨秀倡言「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

品」13。他指出，中西文化以家族本位和個人本位為其根本差異，中國宗法制度之惡果，在

於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窒礙個人意志之自由，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養成依賴

性而戕賊個人之生產力。中國倫理變革，應「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14。陳氏

進而強調，現代生活以個人獨立主義為原則，其兼有倫理上之個人人格獨立、經濟上之個人

財產獨立和政治上之個人精神獨立之義。而儒教孝悌之說，則與個人獨立主義相違，故孔子

之道不合於現代生活15。吳虞則指出，儒家以孝悌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結之根

幹，其主張孝悌，旨在維護君親長上的專制威權16。李大釗強調，東方文化之短，在於不尊

重個性，視個人僅為集體中不完全之部分，而個人之價值全為集體所吞沒17。胡適大力闡揚

易卜生主義，主張個人的充分發展是人類的最終目的，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就沒有社會的進

步18。他還批評禮教的節烈觀念是一種男子專制的貞操論19，並且為五四時期受禮教迫害的女

青年李超作傳，譴責禮教男尊女卑、無後不孝的宗法觀念和家長族長的專制20。傅斯年和李

大釗進而將家族制度歸為摧折個性的「萬惡之根」21。周作人主張「人的文學」，倡言「個

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22。魯迅則抨擊「節烈」是非人道的封建夫權主義的畸型道德，並

批判了孝道之長者本位道德的反進化本質23。而其《狂人日記》對「吃人的禮教」24的聲討，

則成為啟蒙運動顛覆禮教的最有力的口號。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禮教為國家典章制度的基礎。禮教「忠孝」合一的政治倫理，其尊君抑

臣的封建等級秩序以宗法人倫和宇宙秩序相緣飾，成為維繫封建專制政體的倫理基礎。五四

時代，隨著帝政的傾覆，以君統為核心的禮教三綱亦陷於破產。儒教威權主義政治理念遂成

為新文化運動攻擊的焦點。陳獨秀主張廢除孔教的基本理由是：中國倫理政治以禮教三綱為

本原，三綱之根本在別尊卑、明貴賤的階級制度，其與西方倫理政治之本原的自由平等獨立

之說相牴牾。共和憲政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

必廢其一25。易白沙認為，孔子之所以成為二千年來帝王專制的御用工具，原因在於孔子自

身尊君權之缺弊26。吳虞指出，禮的要害，在於使臣民不敢逾越法度，習於尊卑等差階級之

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忠孝節義之道德。吳還引徵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評

論，強調禮樂的功能在於使人柔順屈從，恭順於專制之下27。李大釗認為，孔教為專制社會

之道德的代表，因而為專制君主所利用而資以為護符，孔子亦由此而淪為維護君主政治之偶

像。在共和時代，孔子已成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於今日之時代精神28。高一涵

則強調，古代道德，西方則迷信宗教之威勢，東亞則盲從君主之權力及先王之法言。專制社

會多取消極道德，以棄智黜聰，為臣民之本。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諸說，見諸經傳，利其無犯上作亂之能力29。

儒家倫理是農業宗法文明的產物，其重義輕利、崇仁抑富的經濟倫理，將道德價值與經濟利

益截然對立，而具有濃厚的禁欲主義和反商主義取向。五四倫理革命的另一方面，是採借西

方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批判儒家倫理的義利觀。陳獨秀主張「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倫理觀

念，力倡「生活神聖」、「利用厚生」、「崇實際而薄虛玄」30。他強調，現代世界為經濟

世界，舉凡國家社會之組織，無不為經濟所轉移支配。儒家倫理以養子孝親為畢生義務，而

功利貨殖自古為羞，其嚴重有害於經濟。今日教育應以尊重職業為方針，培育個人獨立自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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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德 。高一涵倡言功利主義和自利利他主義，他強調，現代社會已由獨立經濟時代進於

社會經濟時代，社會利益由個人利益積合而成，自利心和公共心為經濟學之兩大砥柱。儒教

多為消極道德，如懲忿窒欲、克己制私等，無不與功利主義相抵觸。忿、欲、己、私既為人

性之所涵，即當因勢利導，使其於相當之域發泄致用，而不當對其懲窒克制，使其無可宣

泄，溢而橫流32。李亦民將「求生」歸為人生唯一之目的，而倡言「為我」、「快樂」為人

性之天賦權利。他批評儒教自《周易．繫辭》立仁義為人道之極，至孟子而詆諆功利等於蛇

蠍，民間所皈依者，僅忠君親上等片面為人的道德，而缺乏發育長養國民實際生活的倫理觀

念。李進而指出，撒克遜民族以個人主義為富強之本，而我國懲忿窒欲之說，則鄙薄利己，

而崇仰棄絕欲求，濟人利物。不知欲求為人生所資，無欲求則無活動，亦無生存的必要。人

情不可遏抑，毋寧順人性之自然，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以社會主義為利益個人之手

段33。

新文化運動的儒教批判，主要圍繞制度化儒學──禮教綱倫而展開。在這場顛覆禮教的倫理

革命中，支配中國社會二千多年的儒家倫理，在西方現代性挑戰下陷於全面解體，中國文化

轉型遂深入到其核心的倫理層面。

三 啟蒙知識份子與儒家德性傳統

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典範，具有「以倫理組織社會」和「以道德代宗教」的泛文化功能34，

由此而有制度化的倫理儒學與內涵生命意義的德性儒學的不同層面。因而新文化運動顛覆孔

教的倫理革命，無法繞開兩個深刻的文化難題：其一，在解構儒教之制度化的宗法倫理秩序

時，如何處理其涵蘊普泛人文價值的德性內核？其二，在中國文化「內在超越」的形構中，

廢棄儒學後將何以替代其宗教性的精神超越資源？此二問題，亦可歸結為儒家德性傳統的轉

型問題。

儒家道德理想主義以道德實現為人生和社會的終極價值35。儒家人生哲學可以「仁」來概

括。孔子所謂「仁者人也」，意即人格完成為仁。儒家「仁」的理想，是普遍人格「大我」

和完美社會「大同」的統一36，其為儒學意義世界的價值內核。在儒學體系中，倫理之禮與

道德之仁是兩個不同的維度，禮是具有外在戒律性的社會規範，仁則為涵蘊內在目的性的生

活意義和行為品性。儒學仁體禮用的倫理結構，猶如一柄宗法倫理與人文價值的雙刃劍。因

而，新文化運動廢棄儒教的倫理革命，於儒家德性傳統則頗顯曖昧和尷尬。五四時期溫和的

保守主義者對儒學多持分析態度，反對因禮教之弊而全盤蔑棄孔學。顧實君主張區分民間化

之原始孔教與君權化之宋明孔教37。杜亞泉認為，道德之用可變而體不可變，舊道德之「仁

愛」為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基礎，而具有普泛永恆的道德價值38。吳宓則主張宗教道德之根

本內律永恆不變，而其枝葉外形如風俗、制度、儀節則與時俱變39。杜、吳等人兼容變革與

認同的道德改良主義，顯然對新文化運動廢棄孔教的倫理革命提出了挑戰。

新文化運動之反傳統主義的困境，在於其雖以廢棄孔教為名義目標，但其真正攻擊的只是儒

家禮教的倫理規範，而未染指其仁學的德性價值。雖然如張灝所言，五四時代儒家德性倫理

核心的「大學模式」（三綱領、八條目）的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已由西學的侵蝕而陷於解

紐40，但儒家德性傳統中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五四知識份子仍深具影響。耐人尋味的是，激進

反孔的啟蒙者，對儒家仁學的德性原則和人生理念多取認同態度。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儒家道德的基本德目。啟蒙者雖籠統攻擊孔教之「三綱五常」，

但其實際所批判的只是三綱，而並未及於五常。蔡元培曾公開駁斥林琴南關於北京大學「覆

孔孟」、「鏟倫常」的責難。蔡指出，儒家五倫和五常，除君臣一倫已過時外，其餘諸倫與

五常皆有普泛的道德價值。他斷然否認北大新青年派有「鏟倫常」的過激主張41。蔡氏還以

儒家的「義」、「恕」、「仁」比附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42。李大釗倡言

立憲國民之修養，主張依儒家忠恕之道和西方自由平等博愛之理，以自重之人格和克己之精

神，養守法循禮之習慣，而成立國紳士之風度43。胡適在〈藏暉室劄記〉中，將孔子「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比之於基督教的「金律」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絕對律

令」44。顯然，五四知識份子肯認儒家的忠恕之道，而「忠恕」則為孔子仁學的核心價值，

曾子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謂。

陳獨秀在五四後期甚至對三綱倫理「忠孝節」的批評亦不無保留，主張對其進行倫理和德性

的分析而區別對待。他認為45：

道義的本源，自然也出於情感，……但是一經落到倫理的軌範，便是偏於知識理性的衝

動，不是自然的純情感的衝動。同一忠孝節的行為，也有倫理的情感的兩種區別。情感

的忠孝節，都是內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純的；倫理的忠孝節，有時是外鑠的、不自然

的、虛偽的。

陳還力倡傳統美德「勤儉廉潔誠信」，以為救國之道46。同時，陳獨秀還承認孔子德性原則

具有普遍性道德價值，但他認為這些普遍的德性原則只是人類道德的共相，而禮教才是孔教

獨有的精華和本質。陳強調47：

記者之非孔，非謂其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

行己，忠恕有恥，固不失為一鄉之善士，記者敢不敬其為人？

顯然，陳對儒家之道德與倫理臧否有別，他以共相殊相之分，巧妙地抽離了儒家德性傳統中

的「世界普遍實踐道德」元素，以「孔教即禮教」的命題為其反孔之理據。耐人尋味的是，

陳以禮教倫理釋孔與梁啟超、梁濟以普遍德性釋孔，表達了反孔與衛孔兩種對立的孔教觀。

然而，陳獨秀承認有超時空之德性價值的道德共殊論亦難免其理論困局，它畢竟同其倡言之

新文化運動主流的道德進化難以相容。

《新青年》的論孔文字中，以常乃德的〈我之孔道觀〉最為公允周詳。對於孔學，常氏主張

超越尊孔與詆孔之念，而持公平的分析態度。他認為，儒學由孔子的絜矩之道和上古遺傳之

封建、家族、鬼神思想融合而成。孔子將絜矩之道的「盡職」、「忠恕」思想，糅合上古封

建宗法思想的「報恩」、「忠孝」觀念，形成別等明分之說，而綱倫之說興。儒家三綱五倫

之說雖源於孔子，但孔子之綱倫說出絜矩之道為相對的義務，非如後儒所倡一方面享絕對權

利而另一方面承絕對義務的不平等的禮教。孔子尊男抑女、無後不孝的觀念，囿於宗法社會

的習俗，而與其一貫之絜矩之道相違。改革孔道，最宜先注意者，即在破除家族主義而恢復

女子之自由48。顯然，常氏主張對儒家絜矩之道的德性原則和「忠孝」的宗法倫理持分析態

度。

儒學作為「生命的學問」（牟宗三語），其道德理想主義的人生態度和人文宗教，對啟蒙知

識份子仍不失精神魅力。在人生意義領域，啟蒙運動與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傳統顯示出深刻的



連續性。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伊始論人生云49：

個人之於世界，猶細胞之於人身，新陳代謝，死生相續，理無可逃；惟物質遺之子孫

（原子不滅），精神傳之歷史（種性不滅）；個體之生命無連續，全體之生命無斷滅；

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厭生，復不畏死；知吾身現實之生存，為人類永久生命可貴之一

隙，非常非暫，益非幻非空；現實世界之內有事功，現實世界之外無希望。

陳的人生觀雖名為科學家的人生觀，但其儒家式「大我」人生理念的印記仍清晰可辨。陳在

新文化運動中力倡西方個人主義和幸福主義，並力圖以其和中國傳統人生理想相調和，但其

始終未放棄「大我」人生信仰。至五四後期，陳仍倡言50：

我們個體的生命，仍是無空間時間區別的全體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

和非我相，在這永續轉變不斷的大流中，本來是合成一片，永遠同時存在，只有轉變，

未嘗生死，永不斷滅。如其說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說分別人我是空是幻；如其說一切皆

空，不如說一切皆有；如其說「無我」，不如說「自我擴大」。物質的自我擴大是子

孫、民族、人類；精神的自我擴大是歷史。

胡適的「社會不朽論」亦為大我主義人生觀的現代版。胡早在留學美國期間已篤信《左傳》

三不朽論（德功言不朽），這種儒家式人文宗教使其在大洋彼岸抵禦了基督教的誘惑。胡在

五四時期倡言的社會不朽論，以社會有機論重闡三不朽論。他主張，我這個「小我」不是獨

立存在的，而是和社會及世界上無數「小我」交互關聯的。所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小

我」代代相傳，連綿不斷，匯成一個無限的「大我」。「小我」有死，而「大我」不朽。

「小我」雖生命有限，但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功德、罪惡、言論行事都永遠留存在

「大我」之中。故「我這個現在的『小我』，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

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著，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負了那

『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51？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

中，胡倡言「科學的人生觀」，主張：「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

──『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

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

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52

李大釗亦為大我主義人生觀的信奉者，他早於胡適倡言：「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

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著大實在

的奔流，以為擴大，以為繼續，以為進轉，以為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人生

在世，「宜善用『今』，以努力為『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

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為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

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53傅斯年的「愚公」人生觀，亦表達了「努

力為公」的大我主義理想。他主張：「人類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層一層堆積來的，群眾是不

滅的；不滅的群眾力量，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界的。……我的人生觀念就是『愚公移山

論』。」54

四 在市民倫理與君子理想之間

以現代化為目標的五四啟蒙運動，其倫理革命主要聚焦於孔教與自由民主和工業化相違的社



會倫理，而並未染指儒學超越性的德性與生命層面。同時，由於新文化運動對基督教的拒

斥，中西文化在終極關懷層面的對話暫付闕如，儒家道德理想主義亦並未受到基督教文化的

有力挑戰。因而，即便在激烈反孔的五四時期，儒家「仁」的道德理想亦未曾在知識份子的

意義世界中失去影響。

這樣，五四倫理革命就呈現出一幅矛盾的思想圖景：在社會公共領域，作為啟蒙者的新文化

人，倡言個人本位的、以「利」（權利、功利）為基礎的現代市民倫理；在個體精神領域，

作為知識精英的新文化人，信奉的則是人倫本位的、以「仁」為基礎的傳統君子道德。這種

立基於欲望的市民倫理與植根於德性的君子理想的價值張力，表徵著五四啟蒙時期中西人文

傳統的激盪和衝突。溝口雄三在論東西文化時指出：「圍繞人類的本性是貪求還是追求道德

這兩個遍性的命題，存在著永遠難解的意識形態上的對立。」55五四中西文化的衝突，也可

歸結為「欲望」與「德性」之爭。以霍布斯（Thomas Hobbes）「凡人皆狼」的命題為基礎的

歐洲市民社會的倫理學，其「欲望─鬥爭─理性─契約」的理論範式56，無以導入具有人性

目的論意義的德性理念。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指出：西方啟蒙主義倫理學的闕

失，在於其對基督教神學和亞里士多德古典德性傳統的否棄，導致了德性目的論喪失，從而

使啟蒙倫理學流為匱缺目的論框架的、自然人性和倫理戒律相矛盾的倫理學體系57。摹擬歐

洲啟蒙運動而以個人主義易家族主義的五四倫理革命，在廢除禮教倫理和解放自然人性的同

時，亦不能不面臨市民倫理之欲望與德性的難題。這也是一個困擾啟蒙者的深刻的倫理難

題。

儒學雖在五四時代經西學的侵蝕而陷於倫理解體和德性解紐，但其幽靈猶存。儒家道德理想

主義之群體意識、人生理想和人文宗教，仍如「遊魂」（余英時語）附麗於啟蒙運動和知識

份子的思想深處。胡適的價值二元論，典型地表徵著五四時代中西文化的衝突。胡早年留美

時即主張：「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58五四

時期，胡在社會公共領域倡言西方式個人主義，但這並不妨礙他在終極關懷層面信奉中國式

大我主義倫理宗教。胡適的價值二元論，其實未脫張之洞「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

治身心，西學應世事」59的中體西用範式。胡的二元論雖難免其徘徊於「個人」與「社會」

之間的思想困境，但其人間性的凡聖二元取向，則也許是自由主義者在中國「內在超越」的

文化語境中拒斥基督教文明之後唯一的價值選擇。丁文江以「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之

天性」的宗教心為其信仰，與胡適社會不朽論的人文宗教意識如出一轍60。傅斯年則於五四

後承認，雖然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他在安身立命方面則仍是一個傳統的中國

人61。

陳獨秀的思想流變，則代表了另一種新凡聖合一的價值範式。陳在五四前期與胡適相似，亦

兼取西方式個人主義思想和中國式大我主義信仰。但至五四後期，陳思想深層的群體意識漸

以壓倒個人主義，而其「自我擴大」的人文宗教精神，則成為其疏離個人主義而歸宗社會主

義的思想媒介。馬克思主義對於五四激進知識份子的誘惑力，在於其思想體系兼備內學與外

學、現實與理想的功能。陳的思想演變，表徵著啟蒙運動後期道德理想主義的復興和市民文

化的衰微。

道德理想主義作為儒家德性傳統的精神價值內核，其「大我」人格和「大同」社會之理想的

現代復興，無疑是理解五四啟蒙運動疏離現代性之蛻變的一個關鍵。誠如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言，儒家式道德理想主義傳統，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一再拒斥作為現代性基



礎的經濟、政治、思想的多元主義，而親和烏托邦的深刻思想原因62。同時，我們從「大公

無私」、「克己奉公」的中國式共產主義道德中，不難看出儒家德性傳統在中國之深刻的連

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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